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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顺应新时代标准化发展需要，揭示政产学（研）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意义重大。基于三螺旋理论，以国家标准制定相关的网络媒体资料，并以深入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学术机构和政府人员为访谈对象，采用文献研究和深度访谈法，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程序化编码并构建模型，较为清晰地揭示了标准制定过程中政产学（研）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标准制定的九个阶段中，企业、学术机构、政府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且各有侧重。研究结论对于推动标准制定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政府主导的标准制定模式转化为政府与市场并重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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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overing the "Black Box" of the Mechanism of Standard-set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Industry-Academ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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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plying with the needs of standard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revealing the rol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industry, academia (research) in the standard formulation process is very beneficial for exploring the path of optimizing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standard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andardization reform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triple helix theory, the network media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s, and interviews enterprise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 personnel who have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the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s. It adopts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uses grounded theory for proceduralization. Code and build models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government, industry, academia (research) in the process of standard formul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nine stages of standard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academic institutions, governments and standardization technical committees played different roles and had their own prioriti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ndard-setting theoretical system, and als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led standard-setting model into a model with equal emphasis o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Keywords：Standard Setting;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Triple Helix Theory; Grounded Theory; Mechanism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发布《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中国标准化进入空前发展新阶段。标准制定工作是推动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的重要方式。有观点认为，政产学（研）在标准制定工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能有效提升标准的质量，降低标准不兼容的概率，防止标准冗杂[2-3]。目前，国内外关于政产学（研）与标准制定的文献大多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利益主体扮演的角色，如Toh[4]、Baron[5]、Blind[620-22]、Chaves[728]、Gao[833]、崔维军[3]、吴玉浩[926]和侯俊军等[1035]等，且多从总体上的标准数量对政产学（研）参与标准制定工作进行探讨。研究表明，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政府分别扮演了支持者、协调者、引导者等角色。二是利益主体的参与动机，如Narayanan[114]、Ranganathan[1219]和Hanseth等[135]等。Hanseth[13]经过调查、研究和总结得出，利益主体参与标准制定的动机主要包括市场收益、学习收益和社会资本三种要素。三是利益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和参与者网络理论分析标准制定过程中的政产学（研）合作关系[32,14,2]，研究发现，标准化合作网络最初的发起者是学研机构，政府力量介入对标准化合作网络构建给予了重要指导并起到监督和管理作用，而引入大量企业参与推动了标准化合作网络的成熟[314]。
上述研究表明，仅从整体的角度研究标准制定过程无法提供深刻而有力的解释框架。先前文献虽也有运用网络分析理论研究政产学（研）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但并未明确区分政产学（研）以及混成组织作为国家标准制定九个阶段中的不同参与主体所发挥的作用的不同侧重[3]。除此之外，社会网络分析理论虽然可以清晰的反映出节点之间的联结关系[156]，但过于考虑社会网络“联络性”，没有考虑各种“孤立点”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本文基于三螺旋理论研究标准制定过程中政产学（研）的作用机制，以克服上述研究缺口。首先，针对标准制定全过程研究的量化指标难以获取的特点，通过访谈与文献资料，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构建政产学（研）作用机制模型。其次，借助三螺旋理论，深入剖析国家标准制定过程的九个阶段，致力于系统回答政产学（研）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尝试揭开标准制定作用机制的“黑箱”。
1 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1.1 基于三螺旋理论的政产学（研）关系
三螺旋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末由美国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与罗伊特·雷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教授共同提出[167]，用以解释在经济活动与社会发展中，多元创新主体之间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其中，互动关系主要是指大学（科研机构）、产业和政府等创新主体，在长期的正式和非正式合作中，三者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信息互通，最终形成“相互作用、渗透、交叠”的三重螺旋关系[178]（见图1）。其中，“相互作用”是指政产学（研）三方通过合作交流与资源共享，形成三方网络和混成组织；“渗透”是指政产学（研）三方相互作用后产生的边界流动，即每个主体在发挥各自职能的同时，也呈现出其他参与主体的功能；“交叠”是指政产学（研）三个主体相交的重叠部分，即三螺旋理论的核心单元和沟通枢纽[189]。
三螺旋理论强调大学、产业和政府在职能上相辅相成，从而形成可持续创新机制[190]。三方形成良好的互动，有助于促进知识型领域快速、可持续的增长，即呈现螺旋上升的状态。三螺旋理论是政产学（研）合作思想的重要体现。政产学（研）的合作侧重于具体项目的实施，是一种横向网络化、共同实现具体目标的过程[2011]；三螺旋理论的思想是趋于大学—产业—政府在宏观层面的战略合作，以达成三方思维共识，创造可持续增长的创新动力[121]。总之，大学、产业和政府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在自身纵向发展的同时，以横向互动促进创新发展的三螺旋主体。三螺旋理论是研究大学、产业和政府间关系的重要理论研究工具[2213]。田博文等认为政产学（研）在标准制定活动中是相互作用和密切合作的[234]。因此，本文引入三螺旋理论，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标准制定实施全过程的“黑箱”，对于引导促进中国的政产学（研）合作创新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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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螺旋理论模型
1.2 标准制定内涵与特征的理论分析
ISO/IEC指南2中给出了标准的定义，指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制定并经公认机构批准，共同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2415]。目前国家标准制定程序分为：预阶段、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审查、批准、出版、复审和废止九个阶段。标准制定各个阶段作为完成标准的有效路径，有利于控制标准制定的走向和结果[2]、保障标准的有效供给。因此，标准制定阶段对于标准制定工作意义重大。
先前学者分别从标准的分类[2517]、群体行为特征等[2]等视角对标准制定参与主体进行了界定，普遍认为国家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主体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政府等[1]。明确国家标准制定各个阶段的参与主体及其工作内容，可以更好地理解标准制定全过程的内涵，如表 1 所示。从表 1中可以看出，政产学（研）贯穿于国家标准制定的全过程，各主体通过协同合作共同推动标准制定。从标准制定的单一阶段来看，相同主体可能出现在不同阶段，不同阶段中相同主体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对政产学（研）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全过程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表 1 国家标准制定流程
	编号
	阶段
	参与人员
	工作内容

	1
	预阶段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企业集团、各TC（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提交标准制修订计划提案、提出建议

	2
	立项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各TC
	汇总、审查和确定新工作项目建议

	3
	起草
	TC、科研单位/企业/社团/中介机构
	起草征求意见稿以及“编制说明”

	4
	征求意见
	有关生产、销售、使用、科研、检验单位
	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

	5
	审查
	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TC、代表性的专家
	对标准草案进行初审

	6
	批准
	标准起草组、TC、国家标准技术评审机构
	进行技术审查，提出评审意见和结论

	7
	出版
	起草单位、标准出版单位、国家审批部门
	公布标准内容

	8
	复审
	TC、国家标准主管部门、起草单位
	确认标准是否有效、是否需要修改 

	9
	废止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对无必要存在的国家标准予以废止


1.3 标准制定参与主体的作用机制理论分析
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有关政产学（研）参与标准制定作用机制的研究观点进行深入挖掘与收集，并按照参与主体的类型进行表述。鉴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发挥的作用在先前研究中存在相似或重叠。因此，本文将二者合并为学术机构进行文献回顾。
（1） 企业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机制理论分析
先前学者从技术资源、研发成本及企业竞争等视角，探讨企业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机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结论提到其作用机制，包括连接协调[521]、形成技术轨迹[2517-2618]、积极协助[4,1219-20]、解决问题[23,-274]、向自身优势倾斜等[9,2825-26]等五个方面。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企业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现状
	作用机制
	作用内涵
	主要研究者

	技术资源
	公司积极影响标准的内容，以形成技术轨迹
	Goluchwicz[2517]； 吴玉浩[2618] 

	积极协助
	企业会在标准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更多的支持行为
	 TohRanganathan等[419]; RanganathanToh等[120]

	连接协调
	在制定标准时，企业更有可能与竞争对手结成联盟
	  Baron等[521]；Blind等 [622] 等

	解决问题
	企业可以在标准化的过程中选择更为适合的解决方案
	  田博文等[23] ；陈雯雯[273]等；田博文等[24]

	优势竞争
	企业依靠自身影响力，将标准内容向自身优势领域倾斜
	  吴玉浩等[9] ；侯俊军等[285]；吴玉浩等[26]


（2） 学术机构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机制理论分析
学术机构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先前研究表明，学术机构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机制可以分为：技术支撑[234,297]、创新引领[7,3028-29]、切合实际[3,310]及核心联结[1429,233]。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学术机构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现状
	作用机制
	作用内涵
	主要研究者

	技术支撑
	研究机构和大学将最新的科学和技术知识融入标准
	  Blind等[297]；田博文等[234]

	创新引领
	高校和科研机构主要作用于标准的研制环节
	  Chaves等[728]；詹爱岚[3029]

	切合实际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动与标准需求紧密相关
	  崔维军等[3]；Roger [310]

	核心联结
	标准大多由学术机构制定，不断发挥着核心联结作用
	    方世世等[1431]；田博文等[234]


（3） 政府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机制理论分析
政府是推动经济社会标准化全域发展的关键参与者，对标准制定活动具有重大影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引导监管[2,926]、管理决策[3,32]、推动协作[829,303]、管理支持等[1025,33]等多个维度，对政府在标准制定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阐述。具体如表4所示。
表4 政府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现状
	作用机制
	作用内涵
	主要研究者

	引导监管
	标准从立项到发布，均在政府部门的引导和监督下完成
	张东风 [2]；吴玉浩等[926]

	管理决策
	提出并组织实施标准化战略，形成规范的标准化工作秩序
	崔维军[3]；王珊珊等[32]

	推动协作
	政府通过激励措施帮助参与者在标准化过程中进行有效合作，动员具有特定技术能力的企业和学术机构参与
	Gao等[833]；詹爱岚[3029]

	管理支持
	政府提供开发的资源或服务，助力标准的研发和传播
	  侯俊军[10]；Funk[334]； 侯俊军[35]；


（4）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机制理论分析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是政府与产业、高校、科研院互动合作的媒介，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先前研究表明，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标准制定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管理[32,346]、关系纽带[234,357]及服务提供等[368]等多个方面。具体如表5所示。
表5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现状
	作用机制
	作用内涵
	主要研究者

	组织管理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审议报批草案、组织实施标准
	王珊珊等[32]；Rysman [346]

	关系纽带
	 在标准制定中，秘书处起到上传下达、下诉上听的作用
	田博文[234]；Delacey[357]

	资源支持
	  TC利用其独特的政治和社会关系支持多个主体的活动
	 Runsson[368]


综上所述，通过系统文献梳理，本文最终明确了企业、学术机构、政府以及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标准制定中不同的作用机制。然而，先前研究未对政产学（研）等多元主体在国家标准制定不同阶段中的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尝试打开这个“黑箱”，更好的引领标准化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目前有关标准制定的相关研究中，尚未完整提及政产学（研）参与标准制定全过程的作用机制，且标准制定的过程具有复杂性、多层次性和系统性等特点。因此，针对标准制定全过程研究的量化指标难以获取，故较难采用量化实证研究方法。（2）自中国开展标准化工作70余年以来，已积累了丰富的标准化工作实践经验，标准制定的参与者对于标准制定全过程的作用机制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综上所述，在管理科学领域解决上述问题多采用扎根理论方法[3716]。扎根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trauss[3814]提出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更强调人的主观分析和认知能力，认为编码程序的核心在于确定原始资料中的概念指向，提炼指向改变时产生的新范畴，最终通过找出这些范畴间的关系进行模型的构建与诠释。本文为了保证数据分析的可靠性与科学性，借助Nvivo12.0对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以探索国家标准制定过程中政产学（研）作用机制模型，并提炼相应的研究结论。
2.2 数据来源
数据资料的收集过程如下：首先，走访浙江杭州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知名企业、学术机构和政府下属事业单位，如阿里巴巴、中国计量大学、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通过非结构式访谈获得初步认知。接着，梳理走访内容，并整合中国知网中关于“国家标准制定”主题的核心期刊文献116篇，对标准制定各个阶段参与主体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扎根分析。除此之外，本文还收集了国家政务网等相关网站的新闻媒体资料，进行补充、完整数据资料。最终，本文整理出 131份关于标准制定参与主体作用机制的有效资料，其中包括535分钟的访谈录音文字稿，共计13万余字。数据收集的过程详见附录。
为了更加清晰和客观地挖掘政产学（研）在标准制定各个阶段的作用机制，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将企业、学术机构、政府以及混成组织进行扎根分析。其中，企业指的是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盈利性组织；学术机构包括从事标准研发活动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政府是制定和执行公共决策的国家行政机关；混成组织指的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技委)。
3 范畴提炼和模型构建
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的第一步，主要工作是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字逐句比较、分析和整理，获得初始概念。由于初始概念大多存在交叉且数量庞大，本文通过多次梳理归纳，将出现频次低于2次且语义重复的初始概念进行剔除，最终从2/3（1047条）的原始数据中获得147个概念，提炼出65个副范畴。因篇幅限制，每一个范畴内涵只用一条语句表述。企业在国家标准制定九个阶段（部分）具体的初始概念范畴划分过程如表6所示，学术机构、政府和标技委的范畴按照同样的编码方式提取。
表6开放式编码——企业（部分）
	阶段
	范畴化
	概念化
	原始语句

	预阶段
	流程支持
	项目提报
	标准主要由企业和标准组织提出或制定

	
	
	反馈意见
	申报后，标技委会向很多相关单位，企业或者大学反馈相应的建议

	
	
	讨论设定
	作为企业方，可能前期去探讨一些课题，可能哪些方面会要设定标准



表6(续)
	阶段
	范畴化
	概念化
	原始语句

	预阶段
	流程支持
	资料收集
	对于所选研究项目，应全面收集国内外先进标准、科技成果、实践经验

	
	促进合作
	组织建立
	由企事业牵头国家标准草案，是国际惯例，我们国家也是这样

	
	
	促进发展
	很多企业它应该去制定标准，也是为了促进一个行业的发展

	
	需求匹配
	发现问题
	企业真正是做标准的执行方、问题的发现方，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方

	
	
	接轨市场
	随着快速的发展，企业需要围绕一些新业态、新技术去建立标准

	
	
	协商推进
	企业是站在如何服务当下，服务产业发展的角度，协调解决达成一致

	立项
	——
	——
	——

	起草
	资源保障
	人才支持
	要成功完成标准的编制，企业必须让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参与

	
	
	资金支持
	企业从工作调研、内外部沟通、资金等多方面提供必要的资源

	
	
	企业资源
	企业参与整个标准制定过程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

	
	
	技术支撑
	企业参与标准的制定，会结合管理实践将自身的优势纳入其中

	
	过程推进
	组建小组
	集团首先提出标准的制定原则，然后邀请多方面专家组成起草小组

	
	
	牵头申报
	主要是作为标准的起草方参与答辩，申报、立项和进行初步的筛查等

	
	
	标准精炼
	简述标准制定的目的、用途和适时性，标准实施的可能性

	
	
	会议承办
	股份有限公司主持起草 国家标准

	
	
	提出意见
	起草、拟定的时候也会找一些相关企业参与方去参加发表意见

	
	
	收集意见
	企业作为主起草人还需要收集各个专家的意见

	
	推动合作
	了解学习
	作为头部企业，参与相关标准的制定可以深入了解行业的技术痛点

	
	
	经验分享
	在起草制定标准时，广泛听取了各企业标准化部门的意见

	
	
	相互合作
	依赖于联盟成员间的相互合作和资源投入来共同制定和推广标准

	
	适应需求
	调查研究
	针对标准项目开展调查研究，收集同类技术的国际、国内外先进标准等

	
	
	贴合实际
	企业有实践经验，而标准是来源于生产实践，企业牵头起草最有发言权

	
	利益竞争
	标准主导
	最终掌握话语权的还是企业巨头，决定了其在整体决策过程中博弈能力较强，特别是在标准制、修订环节

	
	
	行业发展
	电商平台做标准，对规范行业以及提升行业整体发展质量水平有好处

	
	
	自身倾斜
	尤其是头部企业，通过标准的制定推行技术标准化，甚至掌握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并借此占据市场竞争的核心位置

	…
	…
	…
	…


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的第二步，主要是理清开放式编码中所探索的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的内在逻辑，并将这些关系重新聚类，从而抽象为更高一级的主范畴，共得到25个主范畴。各主范畴和对应的范畴（部分）如表7所示。


表7 主轴编码（部分）
	阶段 
	主体
	主范畴
	副范畴
	范畴的内涵

	预阶段
	企业
	积极协助
	流程支持
促进合作
需求匹配
	企业通过资料收集和意见讨论，推进预阶段进程
促进各方相互合作，积极提报
企业提报国家标准，增加标准与市场接轨的程度

	
	学术机构
	核心联结
	制定准备
提供建议
互动协商
	学术机构牵头使得标准的研制准备更加充分
学术机构提供专业的标准化人才和有效建议
学术机构吸引大量的企业参与，协商推进标准研制

	
	政府
	推动协作
	监督管理
激励参与
项目创建
提供资源
引导推动
	政府审查提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政府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大力扶持各方参与
研判市场需求、提供政策保障和可行的立项条件
从政策、经费上支持重点领域国家标准的研制
推动标准制定工作顺利发起

	
	标技委
	组织管理
	提供服务
组织审查
	畅通信息渠道，组织征求意见，推动国家标准制定
组织国家标准项目提报的公开意见征询

	立项
	企业
	——
	——
	——

	
	学术机构
	——
	——
	——

	
	政府
	管理决策
	过程监督
协调决策
	汇总、审查和确立新国家标准工作项目
综合考虑，实际情况与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协调和决议国家标准项目计划

	
	标技委
	流程推进
	流程对接
标准归口
	按国家赋予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按特定的管理渠道实施管理标准
接收下达的国家标准制定计划并进行归口

	起草
	企业
	连接协调
	资源保障
过程推进
推动合作
适应需求
利益竞争
	为标准的研制提供人才、资金和企业自身资源
作为起草方，积极参与、组建小组和收集意见
分享制定标准的经验，其他成员互相学习、相互合作
广泛收集国内外先进标准经验，适应我国发展和需求
掌握标准制定话语权，向企业靠拢，规范行业发展

	
	学术机构
	创新引领
	促进创新
技术支持
调查研究
协同合作
	研制国家标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推动创新
在标准制定、细化方面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支持
研究调查、收集信息助力国家标准研发
协助优化标准概念和术语，推动与其他主体协作

	
	政府
	——
	——
	——

	
	标技委
	资源支持
	组织引导
	协助组建起草组，引导和支持起草组熟悉流程和规则




表7(续)
	阶段
	主体
	主范畴
	副范畴
	范畴的内涵

	起草
	标技委
	资源支持
	推动协调
提供资源
	管控国家标准草案编制的进度，监督和协调利益
为标准起草提供所需的人力物力的支持

	…
	…
	…
	…
	…


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扎根理论方法的第三步，是从主范畴中抽象识别出核心范畴，并分析核心范畴、主范畴和其他范畴之间的关系，将分析结果聚焦到与之相关的编码上，从而构建出理论模型。通过对上文中所有概念与主范畴、副范畴的分析，得出企业、学术机构和政府以及标技委在国家标准制定九个阶段中的作用机制，并围绕核心范畴建立模型，如图2所示。最后，本文使用另外1/3（349条）的原始数据测试模型的理论饱和度。检验过程中没有出现新的概念，现有范畴之间也没有新的构成因子。因此，可以认为上述理论模型满足饱和度要求。
[image: C:\Users\mac\Documents\Tencent Files\823708696\Image\C2C\KFRG}{[%~E(}W85X09KWX~5.png]
图2国家标准制定中政产学（研）作用机制模型
4 基于三螺旋理论的政产学（研）作用机制模型阐释
4.1 企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企业在标准制定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积极协助、连接协调、优势竞争、行使权利、对接流程和过程跟踪六个范畴，分别对应于标准制定的预阶段、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阶段、批准阶段和复审阶段，立项、出版和废止阶段企业并不参与，如图3所示。其中，积极协助和连接协调是企业发挥发起和组织功能，关系到标准编制的良性开展；优势竞争是企业发挥领头羊的作用；行使权利和对接流程是企业发挥纽带作用，推动标准制定的进程；过程跟踪是企业扮演资料员的角色，对标准实施应用的情况进行调研，控制标准有效供给。
在积极协助方面，企业负责提出新标准工作项目，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对标准编制内容进行引导[273]，提高多方主体合作的效率。在连接协调方面，企业提供自身资源，如标准化人才和资金，帮助学术机构等主体实现标准与市场需求的快速对接，节约研制成本[622]，这一观点也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式研究中得到印证[39]。在优势竞争方面，企业共享标准制定有关的知识、信息和技术，促进学术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交流[521]；同时，依靠企业影响力将标准内容向自身优势领域倾斜[285]，企图获得更大的先发优势。在行使权利方面，企业受邀参与标准送审稿的投票表决，对标准制定的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在对接流程方面，若企业作为主起草单位，则负责审查阶段和批准阶段的无缝对接，对审查意见进行整理、修改和完善，并上报主管部门，有效防止标准草案出现规范性和技术性问题，降低标准的质量风险。在过程跟踪方面，企业负责对标准实施后的市场反馈信息进行资料收集，并详细概述标准制定过程，以判定标准是否符合目前科学技术和生产需要提供信息和数据服务[40]。
由此可见，企业在标准制定各个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主要包括发起、组织、领头羊、参与、接口和调研。事实上，上述企业发挥的作用，如组织、领头羊、参与和调研，与先前三螺旋文献中关于企业发挥作用的观点[285,39,41]一致。然而，本文立足于标准制定全过程，发现企业在三螺旋模式中还发挥着发起和对接的作用。其原因是标准的产生方式有三种:1.由法定机构和程序产生；2.通过市场竞争自发性产生；3.通过行业联盟成员的合作与共识产生 [42]。上述三种标准的产生方式需要企业在成员间进行发起和对接，保障标准制定工作顺利进行。
4.2 学术机构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学术机构在标准制定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核心联结、创新引领、促进共识、审查评议、对接流程和技术支撑六个范畴，分别对应标准制定的预阶段、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阶段、批准阶段和复审阶段，其中，立项、出版和废止阶段中学术机构并不参与，如图4所示。其中，核心联结是标准制定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关系到标准的牵头、利益主体的参与以及外部资源的获取；创新引领是学术机构发挥自身的基础研发能力，引领标准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有效衔接；促进共识是学术机构扮演协调者的角色，营造良性的标准竞争环境；审查评议和对接流程是学术机构发挥评议和对接的作用，降低了标准的质量风险，提高了协作制定的效率。技术支撑是学术机构对标准修订过程进行技术赋能，保持标准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在核心联结方面，学术机构牵头制定标准，联络企业等利益主体参与[314]，促进利益主体间相互合作，发挥协同与共创效应。在创新引领方面，学术机构提供标准制定所需的最新科学、技术知识和人才[297]，收集市场信息，协助优化标准条款，引领标准创新。在促进共识方面，学术机构对标准草案提出建议，并对其他相关方的意见进行讨论和回应[2213]，达成意见的充分交流，提高标准制定的效率。在审查评议方面，学术机构负责对标准草案进行内容汇报并检查内容是否符合标准的合规性，关系到标准的可靠性与科学性。在对接流程方面，编码证据表明，在标准的批准阶段，学术机构与企业发挥的作用一致。在技术支撑方面，学术机构作为标准修订顾问，负责详细报告前期标准研讨情况以及标准实施应用效果[43]，对标准复审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机构在标准制定各个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包括：联络、引领、协调、评议、接口和技术赋能。然则，先前文献表明学术机构在三螺旋模式中发挥的作用主要包括引领、协调和技术赋能[156,43]，体现在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咨询活动以及收集信息方面。然而，本文发现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学术机构还发挥着联络、评议和接口的作用。其原因有二，一是在中国，学术机构牵头制定标准是主要的标准制定模式，其发挥着联结作用[1431]；二是访谈证据表明，企业和学术机构在标准的审查和批准阶段，二者作为起草组成员均发挥着相似的辅助作用，即表决、评议和对接。
4.3 政府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政府在标准制定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推动协作、管理决策、引导监管、审议发布、管理支持和效度审查六个范畴，分别对应标准制定的预阶段、立项阶段、审查阶段、批准阶段、出版阶段和复审阶段，起草、征求意见和废止阶段政府并不参与，如图5所示。推动协作是政府扮演服务者的角色，保障标准计划项目的顺利启动；管理决策是政府对新标准工作项目进行有效的组织和计划，保证标准的先进性和可行性；引导监管是政府发挥重要的监督作用，关系到标准制定的规范性和合理性。审议发布是政府扮演终审人的角色，决定了标准是否具备正式发布的价值。管理支持是政府发挥管理作用，推动标准更改工作有序进行[2]。效度审查是政府扮演表决者的角色，影响着标准的使用效力。
在推动协作方面，政府负责研判市场需求，提出切实可行的标准立项条件，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3029]，提供政策和经费保障[334]，为开展标准制定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服务。在管理决策方面，政府负责审查和确定标准新工作项目，打造公平的标准竞争环境[2213]。在引导监管方面，政府负责对标准草案送审稿进行初审，并监督产学研等主体[43]在评审会议中进行审查和投票的过程，正确把关标准制定的内容和方向。在审议发布方面，政府对标准草案及其上报材料进行检查核定，确认审查内容无误后进行审批和发布，关系到标准是否生效，进而影响产业、经济和社会。在管理支持方面，政府负责在标准的技术内容需要更改的前提下，对此项工作进行审批，从而提高标准文本的准确性和严谨性。在效度审查方面，政府负责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对标准进行复审，确认标准的时效性，并提出科学和可行的计划，助力标准实现供需平衡的状态。
简而言之，政府在标准制定各个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包括：服务、决策、监管、终审、管理和表决。实际上，先前关于三螺旋文献的研究显示，政府在三螺旋模式中发挥的作用主要包括服务、引导和管理[3029,44]。然而，本文发现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政府还发挥着决策、监管、终审和表决的作用。其原因如下：其一，长期以来，国家标准制定最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政府主导”或“行政主导”[2]。政府作为权利决策的主体，必须在标准立项、审查和批准工作中做出最终裁决，推动标准制定工作顺利完成。其二，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政府是一个统筹协调的主体，利用相应的手段监督、指导以及保障标准各个阶段的顺利开展[45]。其三，先前三螺旋理论文献中，强调政府、大学和产业三者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合作关系[189]，并未提及标准制定过程中，政府所承担的决策和监管的职能。
4.4 标技委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标技委在标准制定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管理、流程推进、资源支持、关系纽带、组织监督、全面审查、管理支持和审核评议八个范畴，分别对应标准制定的预阶段、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阶段、批准阶段、复审阶段和废止阶段，出版阶段标技委并不参与，如图6所示。其中，组织管理是标技委发挥组织、联结和支持的作用，推动产学研等主体进行标准的共研共制；流程推进是标技委发挥推动的作用，提高标准流程对接的效率；资源支持是标技委提供标准研制所需的各项资源和服务，协助产学研等主体开展合作；关系纽带是标技委扮演协调者的角色，促进产学研等主体达成利益共识；组织监督和全面审查是标技委对标准审查过程和内容进行组织和复核，保障标准内容的正确性和可靠性；管理支持和审核评议是标技委对标准修订及废止的计划进行组织安排，是确定标准效力的重要途径。
在组织管理方面，标技委负责组织产学研等主体进行标准的发起和提报，畅通标准制定的信息渠道，并审查标准提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标准的发起提供平台支撑。在流程推进方面，标技委负责执行政府下达的计划，引导和推动标准发起的后续工作。在资源支持方面，标技委负责协助产学研等主体熟悉标准制定的流程和规则，提供人才、资金和社会关系[368]等资源，促进各方相互合作。在关系纽带方面，标技委负责协调产学研等主体对标准草案的意见达成一致，起到上传下达、下诉上听的作用[357]。在组织监督方面，标技委负责组织审查会议并邀请产学研等代表性单位参与，监督标准草案的审定和讨论过程[32]，保障标准的实践性和科学性。在全面审查方面，标技委负责对标准草案报批稿的技术内容和编写情况进行全面复核[310]，把控标准的质量关卡。在管理支持和审核评议方面，标技委负责组织安排标准复审会议，为产学研等主体的资料调研和收集工作提供支持，并对确认已无存在必要的标准提议废止，推动标准的有效供给。
总而言之，标技委在标准制定各个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主要包括组织、推动、编排、协调、监督、复核、服务和评议。事实上，先前有关三螺旋文献的研究显示，混成组织在三螺旋模式中发挥的作用主要包括组织、推动、编排、协调、监督和服务[46,47]，体现在搭建交流平台、促进信息循环、整合资源、消解冲突、过程监督和提供资金保障等方面。然而，本文发现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标技委还发挥着复核和评议的作用。原因如下：其一，根据标准批准的计划，标技委需要组织国家标准的修订工作并参与，完成标准的送审和报批工作[234]。其二，三螺旋模式中的混成组织包括多种形式，如科技服务中介、风险投资机构、监管[image: ][image: ]机构[47]、协同创新中心和企业孵化器等[46]等，但均未体现出复核和评议的功能。
[image: ][image: ]图3 企业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机制
图6 标技委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机制
图5 政府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机制

图4 学术机构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机制

5 研究结论
5.1 主要发现
本文基于三螺旋理论，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究政产学（研）三个主体在国家标准制定过程中，即预阶段、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审查、批准、出版、复审和废止九个阶段的作用机制，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等步骤，提炼出企业、学术机构、政府以及混成组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国家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范畴，构建了政产学（研）的作用机制模型。本文得出以下四个主要研究结论。
（1）企业在标准制定的预阶段、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阶段、批准阶段和复审阶段，分别发挥了发起、组织、领头羊、参与、接口和调研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积极协助、连接协调、优势竞争、行使权利、对接流程和过程跟踪六个方面。其中，立项、出版和废止阶段企业并不参与。
（2）学术机构在标准制定的预阶段、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阶段、批准阶段和复审阶段，分别发挥了联络、引领、协调、评议、接口和技术赋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核心联结、创新引领、促进共识、审查评议、对接流程和技术支撑六个方面。其中，立项、出版和废止阶段学术机构并不参与。
（3）政府在标准制定的预阶段、立项阶段、审查阶段、批准阶段、出版阶段和复审阶段，分别发挥了服务、决策、监管、终审、管理和表决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推动协作、管理决策、引导监管、审议发布、管理支持和效度审查六个方面。其中，起草、征求意见和废止阶段政府并不参与。
（4）标技委在标准制定的预阶段、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阶段、批准阶段、复审阶段和废止阶段，分别发挥了组织、推动、编排、协调、监督、服务、复核和评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管理、流程推进、资源支持、关系纽带、组织监督、全面审查、管理支持和审核评议八个方面。其中，出版阶段标技委并不参与。
5.2 研究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推进了标准制定情境下不同参与主体的动态作用机制研究。在标准制定的情境下，先前文献对于政产学（研）作用机制的探讨多集中于单个主体扮演的角色、参与动机和制定过程的影响因素等[8,13]等研究，且并未明确区分政产学（研）以及混成组织作为标准制定九个阶段中的不同参与主体所发挥的作用的不同侧重[3]。此外，尽管少数学者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尝试阐述标准制定组织中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结果[24]，但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于特定行业标准化活动的早期发展阶段[31]，缺少纵观式的深度探讨。（2）拓展了三螺旋理论的研究视域。从三螺旋理论在管理学领域的应用来看，现有研究的重点包含但不限于：三螺旋模式的构成、政产学（研）的定位以及协作的规律等[46,47]。然而，本文发现，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政产学（研）还发挥着现有文献中未提及的作用。因此，本文首先完成了对标准制定九个阶段中的政产学（研）作用机制的清晰揭示；其次，在三螺旋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标准制定不同阶段下的政产学（研）作用机制模型，指出标准制定情景下与其他三螺旋文献中政产学（研）不同的定位和功能，进一步呼应了已有研究对加强标准制定领域独特性的关注。
本文对于加快国家标准制定和强化标准实施应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其他类型的标准制定也具有参考借鉴价值。其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1）研究国家标准制定过程中政产学（研）的作用机制是加强标准化应用研究的重要方式和唯一途径，有助于企业、学术机构和政府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开展科学、高效的协同合作。（2）对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标准促进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3）为其他类型标准制定的参与者提供现实参考，从而更有针对性的探究和发掘适应新时代政府与市场并重的标准制定模式。
6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
[bookmark: _GoBack]本文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编码方法，对国家标准制定过程中政产学（研）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科学的分析，然而，由于样本数量和研究方法的限制，仍存在不足之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和丰富研究领域和方向，借助本文的主要范畴，探究面向不同类型标准制定过程中，政产学（研）作用机制的组态和转换方式。其次，结合大样本实证研究和具体案例研究的方法，进一步验证国家标准制定过程中政产学（研）的作用机制，推动研究成果在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中的应用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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